
北大对我不公
　　
　　2004 年秋，我从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北
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已
过去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来，我在北大
历史系勤勤恳恳地工作，不
管是教学，还是学术研究，
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2 年，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五个单
位进行文科一级教授评定试
点，北京大学名列其中。学
界一般认为，在学术阶衔上，
这种文科一级教授，大致相
当于理工科的院士。
　　在北大历史系初评时，
我即落选。但当时我就感觉
其间存在着不合理的非学术
因素，因而当即向北大学校
领导提出强烈抗议。
　　经过与当时学校分管领
导以及校长郝平的沟通，郝
平校长还特别指派当时的人
事部负责人、今天北大主管
人事的副校长到历史系调研
相关情况。在这之后，郝平
校长不止一次向我允诺，只
要有机会，就一定第一时间
把我补报上去；同时他还特
别关照历史系党委书记，一
定要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
因此，我耐心等待了两年。
2024 年底，北大补报第二批
文科一级教授。历史系通知
我可以参与申请，我按照要
求，递交了申请。
　　由于按照郝平前校长的
允诺，我以为自己属于上次
遗留问题，历史系党政领导
自然会作为特殊情况做出安
排。然而，事实上并没有。
既没有作为上次遗留问题做
任何特别处置，而且直到
2025 年 9 月 18 日以前，北
大历史系没有给我任何通知，
没有告知评审结果——事实
上我再一次落选了。
　　2025 年 9 月 18 日， 北
大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员，在
与我通话谈别的问题时，才
漏嘴说出我没有通过这次一
级教授补报的评审。稍后我
询问北大历史系领导，北大
历史系领导告诉我，校方并
未通知历史系这次评审的结
果，所以历史系也无法正式

通知我。
　　2025年 9月 22日上午，
我求见历史系党委书记、主
任，还有学术委员会主任荣
新江。9 月 28 日上午，历史
系党委书记和系主任接见了
我，但学术委员会主任荣新
江拒绝见面，并称没有这个
义务。我向系党委书记和系
主任对这一结果表示严重抗
议，并表示评审工作存在很
不正常的因素，我对这一结
果绝不接受，请学校领导给
予解释。
　　2025年 9月 28日下午，
北京大学分管领导来历史系
召见我，表示要听取我的意
见，我再一次表示了严重不
满和强烈抗议，请北大校方
对这一评审的合理性予以说
明。
　　此后又多次通过历史系
党委书记，向学校转达了我
的要求。时至今日，北大一
直置之不理，没有任何说明
和态度。
　　由于北大历史系领导表
示，学校没有告知正式评审
结果；学校人事部具体负责
人也表示评审工作没有正式
结束，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在经历这么漫长的等待
之后，由于北大领导仍然不
能就此次评定的合理性向我
作出说明，现在我就把自己
的诉求公诸社会，藉此希望
负责一级教授评定的国家主
管部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
能够了解相关情况。

我的学术成就

　　到 2024 年底补评文科一
级教授的时候，除了多年来
一直承担大量教学工作之外，
已经正式出版学术研究和古
籍整理、外文翻译各类学术
书籍60部。这样的学术成就，
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文科教
授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这些著述，不仅数量庞
大，在质量方面也都颇具学
术深度；同时还领域宽广，
涉及诸多中国古代历史的分
支领域。
　　我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时“起家”的专业是历史地
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

历史地理问题。在这一方面，
我著述丰厚，著有《隋唐两
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
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
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
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
文录》《旧史舆地文编》《简
明黄河史》等，解决一系列
重大历史地理问题。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方面，
著有《制造汉武帝》。该书
揭破了被北宋著名政治家司
马光人为构建的一件史事，
即汉武帝在其晚年，对治国
理政的基本路线做了大幅度
调整，可谓改弦更张。北京
大学著名历史学者田余庆，
误把这一虚假的史事当作真
相，大书特书，在中国学术
界产生广泛影响。我通过复
杂而又翔实的论证，指出了
司马光人为构建史事的历史
缘由，从而也就订正了田余
庆的错误。这一著述，体现
出高深的学术研究能力。
　　年号纪年是中国古代特
有的纪年制度，而且对东亚
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而对年
号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政治史
密切相关。拙作《建元与改
元》，第一次清楚指出年号
纪年制度产生的时间和具体
缘由。汉宣帝改用“地节”
年号，表面情况，就相当怪异，
背后则隐藏着深刻而又复杂
的历史背景，鄙人首次全面
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王莽新
朝的年号，是他建立王家统
治的重要标志，构成形式，
颇为诡异，鄙人第一次揭示
了这些诡异年号的正确形式
和政治意味。这些都是东汉
前期撰著《汉书》的班固弄
不清楚并做出错误记载的重
大历史问题，解析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合理分析大量汉莽
时期的文物遗存，还要深入
解读《汉书》等基本传世史料，
难度极大。正因为如此，《建
元与改元》充分体现了我的
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在中国古代印刷史方面，
拙作《中国印刷史研究》，
全面清理关于雕版印刷术起
源的种种错误说法，第一次
清楚指出雕版印刷术产生的
原因及创行年代，认为它的
行用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

间。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之一，关于其
产生的年代及其原因，中外
学者，连篇累牍，论述众多，
而直到本人研究之前，一直
混沌未清，因而《中国印刷
史研究》是鄙人对中国历史
文化研究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方面，
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
〈国志〉说》，拙作《史记
新本校勘》《正史版本谈》
《通鉴版本谈》等，都是这
一领域的力作。历史文献学
包含目录学、版本学等文史
研究基础知识，其多少深浅，
是一个学者学术功底的重要
体现，这些著述显示鄙人在
这方面达到了一位高水平学
者应有的程度，而且是国内
外同行罕有的程度。
　　石刻和铜器铭文是历史
文献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在
这一方面，拙作《石室賸言》
《金铭与石刻》和《发现燕
然山铭》等，也都做出了同
领域内第一流水平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金石铭
文造伪是伴随金石铭文的研
究而日益普遍的，能否清楚
辨明铭文的真伪，可以说是
对学者学术功底深浅和学术
水平高低的试金石。
　　近年出现的所谓唐《李
训墓志》，是一件典型的赝品，
但以研究隋唐史为人所知的
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和日
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
却出面为收藏者站台，国家
级文物书籍专业出版社文物
出版社更为其出书，以假作
真，骇人听闻。鄙人则在仅
见书丹者题衔“日本国朝臣
备书”七字的情况下，就明
确断言该志必伪，这充分显
示了鄙人研究金石铭文的水
平和能力。
　　地理学史是科学史的重
要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地
理学史方面，拙文《说阜昌
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
第一次全方位地解析了《禹
迹图》和《华夷图》这两幅
石刻古地图的学术史价值，
而我着力研究它则是因为这
两幅石刻地图在世界地理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解析这
一问题，需要具备多方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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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知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
指出的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
内藤湖南和中国著名学术大师王
国维都曾在这一问题上犯下过严
重的错误。
　　在天文学史方面，敝人通过
《天文与历法》和《天历探原》
等论著、特别是《天历探原》一
书，结合大量考古资料、古代文
物与传世基本文献，对上古天文
学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贡
献，首次指明了以野猪象征上帝
作为显著标志的华夏天文历法体
系。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创建。这一领域原有的重要研究
成果，主要是日本学者在战前撰
著，鄙人这项研究全面颠覆了天
文学史既有的研究，学术意义极
为重大。
　　一个学者，不仅有学术职责，
还有社会责任，优秀的历史学者
更应当着力于此。
　　第一，拙作《天历探原》，
不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做
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
献，还对中华文明渊源的研究做
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
献。本人第一次明确指出，华夏
先民基于天极崇拜的上帝信仰，
不仅源远流长，至迟可以追溯到
八千年前，而且这种信仰同希腊、
罗马系统的太阳崇拜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这样的信仰，从八千
年前开始就已遍及华夏大地。从
陕北的石峁，到浙江的良渚；从
辽宁的牛河梁，到湖南的高庙，
东南西北，不仅高度一致，而且
还使用的共同的符号——野猪的
脸面来表示这一信仰。因而这是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多元一体最
好的证明。因为这是一种深层的
精神信仰，必然要有共同的地域
起源和相互之间的传播与接受。
所以，这一研究，是对华夏文明
研究极为重大的贡献，一点儿也
不逊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
的成就。
　　第二，时刻关注并及时回应
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需求，应该
是每一位负责任的当代历史学者
理应承担的职责。在这一方面，
本人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海
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和《生
死秦始皇》等书，就是面对社会
公衆的迫切需求而动笔撰著的。
这些著述不仅在出版后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而且在撰著过程
中，也深入挖掘和认识了一系列
重要的基本问题。譬如秦始皇重
视儒术的问题，譬如“偶语诗书
者弃市”的真相，譬如秦汉以前

下转 07 版

文 /辛德勇


